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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与现代国家： 改革主义的两种视角∗

王宇洁

摘　 　 要： 在当代伊斯兰思想中，自 １９ 世纪以来兴起的改革主义思潮并没有在日益严峻

的现实政治环境中枯竭，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 一些思想家秉承伊斯兰教历史上理

性与启示并重的传统，以发展的眼光对伊斯兰信仰进行解读，着眼于对当下穆斯林社会

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并试图提出兼顾传统与现代的解决方案。 本文以两位当代穆

斯林知识分子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纳伊姆的理论为切入

点，从改革主义的视角分析其关于伊斯兰教法与现代国家关系的论述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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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常常因其在律法方面的准则和制度，被

称为“律法”的宗教。 就伊斯兰教而言，虽然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并非穆斯林社会治理

的唯一法律准则，但宗教（Ｄīｎ）与教法（Ｓｈａｒｉ‘ａｈ）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是毋庸置疑的。

自 １９ 世纪以来，西亚和北非地区多个伊斯兰政权均不同程度地面临政治、经济和文

化危机。 在复兴和改良穆斯林社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这一大背景下，各国实际上

都对以伊斯兰教法①为主要法源的传统格局进行了一定改变。 但同时应看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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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专项引导经费”资助。
本文所涉及的“伊斯兰教法”一词包括两重含义，不仅指众多真理和路径之中真主指引给信众的道路

（即“沙里亚”），也指历史上宗教学者对这一道路的阐释，以及据这些阐释而形成的法律传统、制度和具体规

则，即穆斯林对真主之法度的知晓和精通（ ｆｉｑｈ，即“斐格海”）。 在近现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思潮中，伊斯兰思

想家们提倡恢复和坚守“沙里亚”，但在社会层面上，“沙里亚”具体的要求和执行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对这些

法律传统和规则的呼吁，在逊尼派当中特别表现为四大教法学派的相关主张和由此形成的具体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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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法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伊斯兰教法的问题往往很难被作为单纯的法律问题来

对待，导致在变动的社会中处理伊斯兰教法问题常常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伊斯兰世

界内部，除积极倡导变革的声音外，还有一些人做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选择，主张全

面恢复伊斯兰教法。 因此，在现代穆斯林社会，对于是否有赖于以现代国家的名义

去实施伊斯兰教法，实际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２０ 世纪中期，穆斯林国家出现了两股思潮。 在世俗化在多个穆斯林国家盛行的

同时，伊斯兰复兴思潮也在不断发展。 恢复伊斯兰教法、以伊斯兰教法治理穆斯林

社会是伊斯兰复兴思潮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一些人对此保持着热切的期望，将之视

为振兴穆斯林社会的关键手段。 毛杜迪、霍梅尼等著名穆斯林理论家和思想家都反

对世俗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呼吁建立以“真主主

权”为基础的国家，在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他们认为，只有达到上述要求，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因此，有研究者

指出，政治伊斯兰所倡导的“伊斯兰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国

家，这种国家被它所追求的某种法律秩序所定义，国家的合法性由此确立，同时国家

也借此来推行基本的治理。①

那么，在现代国家中伊斯兰教法究竟应该处于何种位置？ 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

国家（即穆斯林国家）是否必须是一个完全用伊斯兰教法来治理的国家？ 现代国家

是否可以用国家的名义来推行伊斯兰教法，如果推行，又该采用哪种教法学派或是

教派的伊斯兰教法？ 对于生活在非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地区的穆斯林，是否可以要求

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法与所在国家法律的关系？ 除了对伊斯兰

教进行全面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外，在理解教法与国家的关系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的

可能性？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理论问题。

在 ２１ 世纪的今天，除政治伊斯兰的解释外，一些穆斯林思想家提出了不同于以

往的新见解，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相关讨论，吸引更多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

入的思考和讨论。 本文以两位当代穆斯林知识分子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

（Ａｂｄｕｌｋａｒｉｍ Ｓｏｒｏｕｓｈ）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纳伊姆（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Ａｈｍｅｄ ａｎ⁃Ｎａｉｍ）

的理论为切入点，对两者关于国家与宗教关系、伊斯兰教法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教法

与现代国家关系的理论主张予以分析，以此呈现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对伊斯兰教

法与现代国家这一问题两种不同角度的看法。

·６６·

① Ｎｏａ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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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索罗什：“宗教民主国家”

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是当代伊朗著名的思想家。 索罗什青年时代先后在

伊朗和英国接受教育，他是著名改革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蒙塔泽里（Ｈｏｓｓｅｉｎ Ａｌｉ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的弟子。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不久，索罗什从英国回到伊朗，旋即被

霍梅尼任命为文化革命顾问委员会七位委员之一，负责大学及课程改革。 之后，因

为对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和目标持有不同意见，索罗什辞去了委员会的职务，专心从

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评论者认为，索罗什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十分熟悉，并主张

对其进行符合伊斯兰宽容精神的理解。① ２００４ 年，索罗什获得了素有“国际人文诺

贝尔奖”之称的“伊拉斯谟奖”②，２００５ 年又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全球最具

影响的百人之一。 ２０ 世纪末期，索罗什成为伊朗国内保守派宗教政治力量眼中的异

议者，人身安全多次受到威胁，近年来寓居海外。 但是，索罗什的思想在伊朗国内外

特别是在穆斯林青年学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③

索罗什关于伊斯兰教法与现代国家关系的思考，主要反映在他的宗教民主国家

理论之中。 在对这一理论进行具体论述前，索罗什首先提出了一个直指信仰与教法

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忠实于伊斯兰教的信仰是否意味着穆斯林只能生活在一个按

照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国家之中？ 尽管索罗什在伊斯兰革命前后曾对伊朗国家的未

来发展寄予厚望，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与他最初的

设想和期望相去甚远。 在索罗什看来，以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国家不过是一种宗教形

式下的专制，这一实践遭遇的挫折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享有

一个现代民主政府。 索罗什本人所致力于构建的理论，就是建立一个以宗教的真正

精神而不是教法的条条框框来规约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他对信仰和律法进行了

切割。

在有关宗教民主国家的论述中，索罗什没有就“沙里亚”和“斐格海”这两个概念

进行阐释，但此前他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撰写了《沙里亚的理论收缩与扩展》（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ａ）一书，对在中文语境中时常被同样

·７６·

①

②

③

这一评价源自索罗什获得伊拉斯谟奖时的颁奖词，参见“Ｐｒｉｚｅ Ｗｉｎｎｅｒｓ ２００４： Ｓａｄｉｋ Ａｌ⁃Ａｚｍ， Ｆａｔｅｍａ
Ｍｅｒｎｉｓｓｉ， Ａｂｄｕｌｋａｒｉｍ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Ｎｏｖｅｍｖｅｒ ４， ２００４， ＡｂｄｏｌＫａｒｉｍ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ｒｓｏｒｏｕｓｈ．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Ｏｎ＿ＤｒＳｏｒｏｕｓｈ ／ Ｅ⁃ＣＭＯ⁃２００４１１０４⁃ＥｒａｓｍｕｓＰｒｉｚ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伊拉斯谟奖”是荷兰王室于 １９５８ 年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匠伊拉斯谟名义设立的，颁给世界范围

内对欧洲的文化、社会以及社会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关于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参见王宇洁：《伊斯兰与现代性：第三条道路？》，

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５－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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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教法的“沙里亚”和“斐格海”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 索罗什指出，“沙里

亚”是真主的意愿，而“斐格海”则是人类对此作出的解释和文字说明。 因此，人类不

是立法者（ｓｈａｒｉ‘ａｎ），而仅仅是释法者（ ｓｈａｒｉｈａｎ）。① 根据索罗什在其他论著中所作

的表述，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在伊斯兰的思想和实践中，存在可变与不可变、本质

与非本质的分类。 “沙里亚”无疑是不可变的，而“斐格海”是可变的。② 作为穆斯林

思想家，索罗什并不否认体现真主意愿的“沙里亚”对人类的指导作用。 因此，他所

批判的是人类对“沙里亚”的解释，即人类对“沙里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关规

范和制度。 尽管原则和方法构筑了解释过程的基础，之后是解释的趋同，使得历史

上的一些解释更经得起批判和驳斥，至今广为流传且被视为正统，③但这些解释依然

不是“沙里亚”。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沙里亚”和“斐格海”时常被混淆，基于对神

圣诫命的解释而形成的规范和制度常常被视为神圣诫命本身。

在对宗教民主国家理论的阐述中，索罗什首先提出了长期存在的关于伊斯兰教

的两种不同理解。 一种理解强调内在的信仰，另一种则强调外在的行为。 与此对应

的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伊斯兰世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即以信仰

（“伊玛尼”）为基础的国家和以教法（这里指“斐格海”）为基础的国家。 在国家治理

中，相比于信仰的精神性，教法的规则更为清晰和务实，因此人们多认为执行教法是

履行和维护信仰之精神的必然途径。 那么，以教法为基础的国家是否就是真正的宗

教国家？ 或者说，按照教法学家们在历史上以经训为基础阐发出来的一套规则来实

施伊斯兰教法，是否就足以成就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呢？ 对此，索罗什的答案是否

定的。

在索罗什看来，如果以外在的行为作为理解宗教的核心，就会强调笃守宗教仪

式以及各种行为规范。 如果国家以此为目标，那么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执行宗教律

法，并监督人们履行宗教义务。 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会采用

强制性力量。 在这种体制下，各种治理的手段必然会动用宗教的名义，即使表面上

采取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实际上依然带有极权特质。 教法学家势必会充当监护人的

角色，并被赋予显著的政治特权。 人民也会因所拥有的宗教义务和宗教权利的差异

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以教法而非信仰为基础，即使它采

取各种手段来实施宗教律法，其本质上依然既不是宗教的国家，也不是民主的国家。

·８６·

①

②

③

Ａｂｄｕｌｋａｒｉｍ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３１ ．

［伊朗］索罗什：《可变与不可变》，王宇洁、黄麟译，载姚新中主编：《哲学家（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北京：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９５－２０１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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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什指出，伊斯兰教法不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民主的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身、对

于自身知识局限性的认识。①

索罗什认为，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信仰的社会，国家

的职责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为人民自由追求信仰提供条件。 在此情况下，伦理与

道德要比外在的行为实践更加重要。 人们违背了伦理和道德，就等于违背了宗教。

在这样的社会中，信仰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应与这个时代对于宗教的理解保持一致，

这才是宗教民主国家的力量源泉。 因而在索罗什看来，一个理想的国家应由处于权

力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和意愿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个精英群体通过强制性

地执行伊斯兰教法并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去建立。 也就是说，以信仰为基础、而非以

教法为基础的社会才是实现宗教民主政府的前提条件。

根据索罗什的观点，对于教法的强调会导致国家治理权沦为宗教权利，并被某

些阶层所垄断。 如果只强调教法的作用，人们会认为伊斯兰教的主要内容是律法，

律法的实施能保障个人和社会在今世与来世的福乐。 这样一来，正义、自由和人权

等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因素，都将变得无关紧要，且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必

要性；这些要素的实现，只能借助律法去达成。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人民有权参与政

治，也只是因为其信仰者的身份———协助宗教律法的实施是其宗教义务和权利，而

非政治权利。 因此，在以教法为基础的国家中必然存在吊诡之处：治理权纯属宗教

权利，所有机构的合法性都应源于教法，因而人民以议会或是其他形式对国家权力

的监督，也必须依赖于这种源于神圣的政治权威，无法具有任何独立性。

在索罗什看来，以教法为基础的国家在治理上具有天然的缺陷。 因为人类的知

识是多元的，宗教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分支。 如同其他学科不能对宗教知识进

行深入阐述一样，宗教学者亦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处理其他专业的问题。② 在他看来，

治理国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非宗教性的，并非伊斯兰教法所能提供。 国家治理涉及

如何对公共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教育、医疗、经济发展、交通等进行规划和管理。

这些工作都应由具有相关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承担，并积极吸取现代科学和技术

发展的成果。 宗教既不能为这些领域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案，也无法对其进行构想和

规划。 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教法为国家治理所能提供的资源，并不比一摞法典

更多。 因此，伊斯兰教法既不是行政管理的科学，也不是进行治理的平台。③

·９６·

①
②

③

Ａｂｄｕｌｋａｒｉｍ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ｐｐ． １３３－１３４ ．
Ｓｈｉｒｅｅｎ Ｈｕｎｔｅｒ， 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Ｉｎｃ．， ２００９， ｐ． ７９．
Ｆｏｒｏｕｇｈ Ｊａｈａｎｂａｋｈｓｈ， Ｉｓｌａ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１９５３－２０００  Ｆｒｏｍ Ｂａｚａｒｇａｎ

ｔｏ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５６－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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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索罗什是否完全否定伊斯兰教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呢？ 在他看来，

伊斯兰教法依然是穆斯林社会建设性的力量和不可忽视的资源。 因此，人们应正确

看待伊斯兰教法，应认识到教法源自于教义学，并应随着时间和人类知识的变化而

不断发展。 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教法可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进而在三个方面

推动社会的发展，即维持宗教社会的认同，推进法制观念并确保法律的伦理支持，唤

起对权力和正义等重要问题的关注。① 也就是说，索罗什反对过分强调伊斯兰教法

所具有的终极性及无所不包的特征，也反对过于强调伊斯兰教法凌驾一切的地位。

教法内容的灵活性，以及教法本身作为非强制力量对社会道德和世俗权力的约束作

用，才是一个宗教国家最应该珍视的原则。 索罗什从伊斯兰革命的拥护者转变为现

行伊朗政治体制的反对者，他的思想和主张正是他政治态度转变的鲜明体现。

二、 纳伊姆： 国家的宗教中立

阿卜杜拉·艾哈迈德·纳伊姆出生于苏丹，先后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和英国爱丁

堡大学接受教育。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纳伊姆曾担任美国 “非洲人权观察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 Ａｆｒｉｃａ）”项目的执行主任，目前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任教，主持宗

教与人权的研究项目。 纳伊姆既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也是一位人权活动家。 他

一直致力于反思不同社会中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和讨论如何可持续地发

挥伊斯兰教法的积极作用。 “国家的宗教中立”理论正是纳伊姆思考这一问题的主

要成果。

所谓“国家的宗教中立”，就是使宗教与国家机构分离，国家机构既不青睐、也不

怠慢某一宗教教义或准则，而是让穆斯林在其社群内部可以按照自己的伊斯兰教信

仰自由地生活，其他的公民也拥有按照自身信仰生活的自由。 在纳伊姆看来，只有

在这一框架内，伊斯兰教法才能在穆斯林社会中发挥积极和启发性作用。 换句话

说，纳伊姆认为沙里亚是伊斯兰教的规范性制度，沙里亚的未来在于信仰者及其社

群，而不在于国家强制性权力对沙里亚准则的实施。 当代某些伊斯兰复兴主义者要

求建立一个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纳伊姆的主张恰好与他们背道

而驰。

纳伊姆对国家中立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基于对现代国家本质的认识。 在他看

来，国家要履行自己的功能，就“必须垄断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拥有将自己的意志

·０７·

① Ｆｏｒｏｕｇｈ Ｊａｈａｎｂａｋｈｓｈ， Ｉｓｌａ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１９５３－２０００  Ｆｒｏｍ Ｂａｚａｒｇａｎ
ｔｏ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ｐ．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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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于全体人民、而不需冒反对力量诉诸于司法的风险”①。 在当今世界中，国家的

强制力要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广泛性和有效性。 如果以武断的方式，或是

为了腐败和非法的目的去使用这一强制力，那么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正因为如

此，人民才要尽其所能去维持国家的中立性，保证国家不被某一部分人的倾向和愿

望所左右，避免让国家成为一部分人的工具。

当前，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股政治思潮，它主张可以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

伊斯兰教法，进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实际上，纳伊姆的理论正是抵

制这股政治思潮的产物。 他认为，这股思潮是一种危险的假想，既同沙里亚的本质

相矛盾，也违背了国家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确实要以国家强制

力来推行伊斯兰教法，那么必然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法学史

上存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②

纵观伊斯兰教法学的发展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在公共政策、立法等方面的意

见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 如果国家要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那么国家机构采取的一

切行动都必须从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中去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

观点同样是合法的，但现实中并没有普遍协商的标准，也不存在特定的机制对不同

学派的观点进行裁决。 况且，除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外，不同教派对于具体问

题的认知也存在差别，尤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差异最具代表性。 因此，纳伊姆

警告说，一旦将教法作为法律来适用，那么教法就不再是教法，因为它变成了国家的

政治意志，而不再是伊斯兰的宗教律法。 现代国家任何对教法的法典化行为，即使

是在对以往教法学传统进行系统梳理之后的法典化，都必然是选择性的行为，是对

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学意见多样性的否定，也是对穆斯林所拥有的选择权的否定。③

如果由国家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必然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国家机构制定

标准、官方决策和正式立法，都必将是基于控制这些机构的人类的判断，因为以国家

名义通过其机构行动并执行权力的主体，永远是人类。 因此，当人类以体现伊斯兰

准则的方式作出一项决策，或是提出一项立法草案时，都必然反映了自身关于这一

问题的观点，而不是国家作为一个自主实体的观点。 事实上，纳伊姆对所谓的“伊斯

兰国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他认为，“伊斯兰国家”的概念是一个后殖民时期的观

·１７·

①

②
③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Ａ． ａｎ⁃Ｎａ‘ ｉ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Ｌｅｎａ Ｌａ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ｏｅ，
ｅｄｓ．，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４５－１６３．

Ｉｂｉｄ．
Ｋａｒｉ Ｖｏｇｔ， Ｌｅｎａ Ｌａ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ｏｅ， “Ｃ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Ｌｅｎａ Ｌａ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 Ｍｏｅ， ｅｄｓ．，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２０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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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它是一种以欧洲国家模式为前提、对法律和公共政策持极权主义的观念。 当统

治精英想方设法将教法作为国家工具，以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形式把它作为社会管理

的手段加以运用时，实际上就是借助伊斯兰名义将对国家的控制合法化，这并不意

味着实施教法是他们真实的意图。① 这样一来，国家不可避免地被教法所败坏，同时

国家又反过来败坏了教法。

纳伊姆指出，所谓“伊斯兰国家”的提倡者试图运用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以统

治精英选择的特定方式，强制性地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 当这种极权主义的观

念冠以伊斯兰的名义时尤其危险。 相对于那些公开以世俗主义身份要求极权主义

统治、而不用宗教为极权主义辩护的国家，这种宗教名义的极权更加难以抵抗。 当

然，纳伊姆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个案。 另外一位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当代穆斯林学者

穆罕默德·阿尤卜（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ｙｏｏｂ）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伊斯兰国家”的迷

思》一文的结尾处写道，一旦某一个国家成为伊斯兰智慧排他性的拥有者时，伊斯兰

就会成为统治者的奴仆。 伊斯兰教作为社会道德和世俗权力的约束力量，其关键作

用就会受到威胁。②

这种反对以国家的名义来推行伊斯兰教法的主张，必然会引发以早期伊斯兰教

历史为基础的质疑，即为何早期的穆斯林法学家坚持需要一个统治者（哈里发）来负

责实施伊斯兰教法？ 在纳伊姆看来，这必须要关注几个因素。 首先，早期的穆斯林

法学家从未预料到要像今天这样由国家集中实施教法。 实际上，他们呼吁由有效的

统治者来推行宗教学者决定好的教法裁决，而不是由国家立法确立的教法。 其次，

将教法准则法典化，是 １９ 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苏丹所为，内容主要局限于哈乃斐教

法学派的某些方面。 以集中化的方式实施教法，这一观点对穆斯林法学家和学者来

说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纳伊姆还强调关注当代社会的变化，因为不论前现代时期

情况如何，国家与法律的关系面对现代国家前所未有的权力都发生了巨变。 今天，

任何所谓的实施伊斯兰教法都只能是选择性和片面化的行为，它反映的是统治精英

的政治意志，而不是伊斯兰教法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规范性系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既然不能由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来推行伊斯兰教法，那么在现代世界中，

穆斯林如何维持自己的信仰和身份认同，如何调和自己的宗教身份与他所处世界的

关系呢？ 针对这一问题，纳伊姆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保持了一贯的主张，即伊斯兰

·２７·

①

②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Ａ． ａｎ⁃Ｎａ‘ ｉｍ，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ｉ 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１．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ｙｏｏｂ，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ｐｒｉｌ 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３ ／ ｍｙｔｈ⁃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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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的特质和目的决定了只能由信仰者自由地践行教法，一旦由国家来实施，其准

则必然失去宗教权威性。 只有宗教与国家机构分离，才能让教法在穆斯林的生活和

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的宗教中立”，即国家机构既不青睐、

也不怠慢某一宗教教义或准则。

那么，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是否意味着宗教应该完全退出公共领域，仅仅作为公

民的私人事务？ 或者说，伊斯兰教是否应当完全退出政治领域，对公共事务不发挥

任何影响力？ 在论述上述问题时，纳伊姆强调他的理论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世俗

主义。 世俗主义不区分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而世俗主义倡导的

政教分离往往意味着伊斯兰教完全被排除在公共政策之外，退回到纯粹的私人生活

领域。 纳伊姆所建议的国家中立性，则是指伊斯兰教与国家分离的同时与政治相联

系。 纳伊姆的总体思想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尽管国家在本质上是政治组织，但伊斯

兰教可以与国家分离，同时不能影响它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

纳伊姆对国家和政治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分。 他指出，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家

应该是稳定和审慎的组织，而政治则是动态的事务。 国家不单纯是对日常政治的完

全反映，因为国家必须有能力对相互竞争的不同方案、不同政策构想进行协调和裁

决，这就要求国家与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保持相对的独立。 如果对国家和政治之

间的这种区别缺乏认识，将会严重地损害整个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及其健康发展。 与

此同时，国家要与组织化的政治参与者和社会参与者等不同参与者为实现公共善治

而提供的各种方案不断进行互动。① 也就是说，纳伊姆主张国家的世俗化，而不是社

会的世俗化。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原则依然可能通过普遍的政治审慎而非强制性的

教条，通过政治途径在官方政策和立法中得以实施。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索罗什

反对国家机构通过强制力量推行伊斯兰教法的主张，颇有共通之处。

三、 改革主义的两种视角及其现实意义

索罗什和纳伊姆都对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处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

见解，并从不同视角对现代国家与伊斯兰教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两人的

观点赢得了一部分穆斯林的支持，但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激烈争议。 在众多

的批评声中，既有基于政治因素的反驳，也有从不同学术路径出发提出的质疑。

应该注意到的是，不论是索罗什还是纳伊姆，都针对当代穆斯林社会所面临的

·３７·

①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Ａ． ａｎ⁃Ｎａ‘ ｉ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ｐ． １４５－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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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挑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问题并构建理论。 但是，他们观点的出发点显然有

所差异，清晰地反映出其长期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两人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

同时反映出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多元宗教的国家中，穆斯林所面临的不

同挑战。 具体来说，经历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伊斯兰共和国现实政治洗礼的索罗

什，其思考的出发点主要针对伊朗在建设一个所谓“伊斯兰”共和国的过程中产生的

政权合法性危机、神权政治专制化的危险等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当代“政治伊斯兰”

思潮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相比之下，纳伊姆长期生活在美国这个穆斯林人口只占少

数的国家，他关注的范围更广，即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国家，以及多元文化、多

元宗教的国家中，如何解决伊斯兰教法与现代国家特别是世俗国家的关系问题。 纳

伊姆所提出的“国家的宗教中立”，明显与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建立条款”和“自

由行使条款”中立论①的解释相一致。

虽然两人所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但都是对当代穆斯林社会发展困境的严肃思

考。 从基本思路来看，两者都强调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淡化历史上形成的伊斯兰

教法的具体规则和判例。 索罗什强调人类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即正义、诚实、自由等

超越宗教的普适价值观。 而纳伊姆则认为，国家有责任维持和捍卫公共理性的需

求，以确保国家出于广大公民的权利正当原因、而非狭隘的宗教需求去制定公共政

策和立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讨论是伊斯兰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话题的延续，即作为

宗教信徒如何看待神圣的启示和人类理性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人看来，如何看待伊

斯兰教法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关涉如何看待神圣的启示。 这种观点认为，基于天

启发展起来的教法学传统具有神圣而不可变动的特性。 但不论是索罗什还是纳伊

姆，却都对信仰本身与基于人类社会历史而形成的教法学传统进行了区分，强调人

类理性在这一传统形成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强调传统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和灵活

性。 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了社会历史环境变迁与固守传统之间的张力，并对如何

消除这一张力提出了方案，那就是尽可能地防止将伊斯兰教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传统

和习俗、习惯法当作信仰本身。

·４７·

①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 一般宪法判例书

中都把这一规定分为两款，前者称为“建立条款（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后者称为“自由行使条款（ ｆｒｅ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 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政府不得建立任何宗教”；另一种认为“政府不得只建立一种宗教”，即
政府建立宗教是可以的，但不应局限于一种，对宗教的补助和豁免要一视同仁，不得厚此薄彼。 第一种理解，即所

谓的“分离论（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主导理论。 第二种理解被称为“中立论（Ｎ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它认为在政府和宗教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墙，政府可以在不违反平等保护的情况下支持宗教。 “分离论”的
观点认为建立条款要求对宗教和不信宗教不做区分，而中立论认为建立条款只要求对各个教派不做区分。 参

见赵晓力：《美国宪法中的宗教与上帝》，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第 ５０６－５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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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什和纳伊姆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是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展开的探索。

索罗什追求一个以宗教为根本的国家，而纳伊姆则强调坚持宗教中立的世俗国家才

能帮助穆斯林维系其身份。 索罗什旨在论证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并不是一

个真正的伊斯兰（宗教民主）国家。 而纳伊姆则从相反的角度，阐明只有真正实现宗

教中立的世俗国家才可以保证伊斯兰教的发展，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他们的根本诉

求都在于解决宗教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解决穆斯林群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如何自我认同、自我定位的问题。 这些都是穆斯林群体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根

本性的、不可回避的难题。

那么，这种改革主义观点的思想源头何在？ 有研究者认为其并非是外来的思

想，而是根植于早期伊斯兰教传统中理性主义的潮流。① 不可忽视的是，当代穆斯林

知识分子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虽然高度理论化，并使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术语和逻

辑，但与 １９ 世纪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一样，他们最根本的关怀仍在于穆斯林世界面临

的严峻挑战，区别在于，１９ 世纪穆斯林世界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何通过复兴和

自强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影响，而今天则主要表现为如何适应当代世界的规则，

以及如何处理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

两位学者与 １９ 世纪以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一样，都不否认伊斯兰在其思想体

系中的奠基性作用，也都没有抛弃传统资源和倡导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强调在不

可变动的宗教核心内容和人为发展演绎的内容之间作出区分，强调根据时代精神和

社会现实重新解释其源泉的必要性，而这正是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的突

出特征之一。

今天西亚北非地区多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都面临严峻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呼吁在自己的国家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还有一些人和组织

试图打破现代国家的边界，建立一个以早期“乌玛”（穆斯林公社）为样板、全面实施

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特别是近年来活跃在中东地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宣传

和行动更让何谓“伊斯兰国家”成为疑窦丛生的概念，也使外界对伊斯兰思想关于体

制的构想和相关概念产生了疑问。

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国家公民的角色和宗教身

份之间的张力不断考验着这一群体。 穆斯林的宗教身份和认同，往往不仅限于通常

意义上的个人信仰，而且体现在涉及现实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国家关系方面的种种规则和惯例，其中很多内容是由伊斯兰

·５７·

① Ｓｈｉｒｅｅｎ Ｈｕｎｔｅｒ， 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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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所规定的。 因此，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法在现代国家的作用与地位显得尤其重

要。 过去几十年间，极端保守思潮甚至政治激进思想在不断申明自己对于这一问题

的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人们对伊斯兰思潮的整体感知某种程度上局限于伊斯兰复

兴主义，甚至是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但保守思想和激进思想并不能代表当代伊斯

兰思想的全貌。 通过观察索罗什和纳伊姆这两位当代穆斯林思想家的观点可以发

现，自 １９ 世纪以来兴起的改革主义思潮并没有在日益严峻的现实政治环境中枯竭，

而是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活力和生存空间。 一些穆斯林思想家秉承伊斯兰教历史上

理性与启示并重的传统，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宗教，以发展的眼光对伊斯兰信仰

作出解读，对当下穆斯林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试图提出兼顾传

统与现代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几十年间，虽然世俗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精英都曾使用带有改革意味

的话语对其政治目标进行过阐述，但历史事实证明，世俗主义的统治使穆斯林社会

中极权、压迫和经济衰败盛行，而宗教保守主义和政治伊斯兰又对穆斯林社会中盛

行的经济停滞、政局不稳、社会不公现象无能为力，无法针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历史、

经济和社会根源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对于穆斯林如何在保持身份认同与自身文

化的前提下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改革主义者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这种回答或因社

会处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或有助于推动穆斯林与其他文化进行建设性互动，并

就如何应对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做出积极的贡献。 无论对于生活在穆斯林占据多

数的国家，还是对于作为所在地区少数派群体的穆斯林，这种改革主义路径下的回

答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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